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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宗教。 自

诞生后，这一宗教不断向外传播，并逐渐跨越了国家和民

族的界限，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汉代以来，佛法东渐。 由于其蕴涵丰富的思想文化内

涵和无穷的大智慧， 佛教逐渐在华夏文化的土壤中找到

了切入点，从此扎根发芽，得到了迅速持久的发展，最终

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河西走廊， 是沟通中

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 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通过这

里走向了西域诸国， 同时也将西域佛教文明的曙光引到

了中原大地。 地处河西走廊东端重镇的古凉州，因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 在中原和西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方面，曾经起到过枢纽和货运中转站的作用，佛教文化亦

是如此。 从西域传来的佛教，从河西走廊的凉州，二次辐

射到了中原各地。 因此，河西走廊的古凉州可以称作佛教

的第二故乡。 东晋十六国时期，在河西走廊先后有五个割

剧政权出现。 它们势力所及大体相当于以往凉州管辖的

范围，后世分别将它们称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

凉，简称“五凉”。除西凉外，其他四凉均定都凉州。五凉时

期，凉州地区的佛教传播已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佛教传

播及评述活动相当活跃， 民间纷纷建塔立寺以表明虔诚

热烈的信仰，佛教教义日益深入人心，有“世信佛教”的传

统。

一、五凉时期凉州佛教兴盛的原因
首先，凉州为东西交通必经之地，五凉时期东西文化

的交流促进了凉州佛教的发展。 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

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自古就处“通一线于广漠、控

五郡于咽喉”的战略地位，汉武帝攻破匈奴、设置河西四

郡、经营西域之后，陆路交通十分畅通，商业贸易兴旺发

达，使者来往非常频繁，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佛教

入华，或由西域僧人东来传教，或由中土僧人西行求法，

这一时期必经凉州。 因此，凉州成为中西文化交融和中转

的据点， 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因而也就深深打上了凉州文

化的烙印。 不仅西域高僧首先要驻锡凉土，熟悉华语，接

受汉文化的熏陶，如鸠摩罗什、昙无谶、觉贤、昙摩密多、

师贤等，译经授禅，当时及后世均倍受称道；而且中原的

佛经传播、禅法戒律的流行，也直接受益于凉土，如道安

在襄阳所获《光赞》等四经，传至南方的《涅槃》，蜀地、江

南乃至北魏盛行的禅律等都是如此。 这一时期，凉土僧人

西行求法、东下传道者人数之多、作用之大、影响之巨，可

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其次，凉州偏安一方，环境相对宽松，为佛教的传播

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十六国时期，南方的东晋王朝

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北方更是混乱不堪，到处战乱纷争，

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文人僧侣居无定所，文物典籍

惨遭破坏、流失殆尽。 惟有偏居一方的凉州地区，社会比

较安定富足。 因此，南方、北方及中原的一些文人学士、宗

教僧侣纷纷涌入凉州避难， 而西域诸国的使者及文人僧

侣乃至中亚地区的僧徒，又纷纷经过或驻足凉州，从而使

五凉政权统治下的凉州成为当时本土文化、宗教文化、东

西文化交融、汇合的生成地，客观上促成了凉州佛教文化

的传播、发展和繁荣。

再次，五凉政权的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促进了佛教

的繁荣兴盛。 五凉的统治者皆非正统建号， 他们为了维

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纷纷借助宗教，特别是利用佛

教神化其统治。

前凉张轨信奉佛教，张寔继其父大业后，也以佛教为

国教，广招名僧，建寺译经，使凉州有了“世有佛教”的记

载，从而繁盛一时。 后凉吕光请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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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经传经达 17年之久。 各地僧人慕鸠摩罗什大名前来拜

访和求教者络绎不绝， 西域和中原高僧也常来凉州交流

学习。一时间，凉州信奉佛教、翻译佛经蔚然成风。北凉统

治者沮渠氏对佛教更加笃信崇拜， 邀请名贯西域、 号为

“大咒师”的著名高僧昙无谶在凉州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

动，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佛学翻译家。 据统计，北凉公元

401～439 年，译经数比其余四凉总和还要多，使当时的译

经传经、活动达到了高潮。 除拜僧译经外，沮渠蒙逊还在

凉州南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 使河西石

窟林立，居全国之冠。

随着佛事活动的兴盛，凉州境内也出现了不少高僧，

如竺佛念、智严、宝云、道泰、道朗、慧崇等，加上大量寓居

或过往僧人，他们跋涉西行，携经回国，聚众弘法，从事译

著，使凉州成为当时中国禅法最盛之地，为佛教在中国的

传播、兴盛，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 凉州为多民族杂居之地， 各族群众为摆脱苦

难，寄希望于佛教，促使佛教传播兴起。 凉州作为边塞地

区，古时民族成分复杂、众多，胡汉杂居，传统的一元文化

格局根基不固，又是佛教东传必经之路，所以非常有利于

佛教的传播。 加之佛教经西域传到内地后，其内容大多宣

扬“众生平皆苦”、“轮回报应”等思想，可以使下层深受压

迫苦难的各族百姓能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者的奴役。 饱

受战乱之苦的各族群众又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佛

祖的身上，他们渴望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认为只有佛教

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 因此，佛教在凉州地区得以迅速传

播和兴起。 凉州及河西一尊又一尊神秘大佛的出现及雕

塑、绘画、建筑、书法（写经、石刻）艺术的同步发展，既是

五凉时期凉州佛教兴盛的实证， 也推动着凉州佛教及五

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五凉时期凉州佛教的传播及影响
自五凉时期兴盛起来的凉州佛教， 千百年来经久不

衰、广为传播，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成为五凉

文化甚至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杻纽， 凉州也是沟通中

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 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得到

了融合与发展。 特别是十六国后，在佛教向中原的传播和

推广中，凉州佛教完成了向南线和北线的大转移。

西晋以后，凉州至江南的交通，多经巴蜀、江陵。 由于

凉州僧人的南下，巴蜀、江陵、建业成为禅法流行的区域，

特别是蜀地，接近凉州，禅法甚盛。 凉土僧人贤护、法绪于

永嘉之乱后即至蜀，法成等于刘宋时至蜀。 京兆人智猛，

西行求法返至凉州，停留 10 余年，译出《泥洹经》20 卷，后

于永嘉十四年（320）自凉入蜀授禅。 在建业，由于觉贤南

下（约 410），禅法得以弘扬。 觉贤、智平、宝云在建业各有

译经的记录。 觉贤参与或独立译出《僧祗律》40 卷、《泥洹

经》6 卷、《华严经》50 卷，还有《文殊师利发愿经》等；智

严、宝云共译《普耀》、《四天王》、《广博严净》三经；宝云还

独译了《无量寿经》、《佛本行赞》等。 经书北凉灭亡后，沮

渠京声南奔刘宋，在建业也译有禅经。

北魏灭北凉后，统治者派遗凉州著名高僧昙曜、师贤

等及 3 万多户凉州工匠到北魏都城山西平城开凿云冈石
窟，他们之中很多是开凿了天梯山石窟的工匠，他们带到

平城的除经卷、锤子、凿子外，还有大量佛教经典和历史

文化典籍。 北魏将都城南迁洛阳后，开凿了云岗石窟的僧

侣、工匠又随之南下，将佛法带到了洛阳，为北魏统治者

开凿了后世称之为“世界十大石窟寺”之一的龙门石窟。

从此， 凉州僧众和凉州佛教文化在之后的百年间迅速渗

透到了广大中原地区。 由凉州到平城的玄高、慧崇、昙曜、

师贤，对北魏佛事的影响很大。 玄高在凉州即受沮渠蒙逊

父子恩宠礼遇，入魏后又受太武帝敬重，太子晃事玄高为

师；慧崇作了尚书韩万德的老师；师贤在文成帝即位后任

道人统；昙曜为太子晃知礼，后继师贤任北魏沙门统，掌

管北魏全国的宗教事务。 可见， 凉州僧人的地位十分显

赫。

凉州佛教文化不仅完成了在中国南线、北线的传播，

而且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 其中最大的

贡献就是开创了一种文化上的融合之风， 使佛教艺术达

到了真正融洽。 正如日本学者长泽合俊评价所说，凉州的

佛教文化深受犍陀罗美术的影响， 创造出了绚烂的佛教

艺术，然后由北凉的工匠带到云冈，这一佛教美术史，基

本上概括了佛教东传的全部历史。 正是由于凉州僧众、学

者对佛教的传播和推广， 使佛教在中原和江南一带能够

迅速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 对北魏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

的影响， 不仅加速了以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

进程， 同时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独特凉州文化为后来的

隋唐文化奠定了基础， 成为隋唐盛世各种典章制度的主

要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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